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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基于百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

历史经验做出的与时俱进的经济发展战略，也是中国适应内外部条件变化的必然选择。
本文在梳理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发展的历程与指导理论的基础上，分别利用国际和国内

层面的投入产出数据，通过投入产出分析、社会网络分析和价值增值分析等，实证检验了

国际经济循环和国内经济循环的发展情况，探究“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实践渊源与发展变

迁，探讨“一带一路”倡议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关键作用与发展趋势。 实证分析结果

表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由社会主要矛盾的内生因素驱动而形成，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具
备现实的可行条件；“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可以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中国版全球化的发

展范式，突破当前全球化的不足，实现生产要素配置的更大规模与范围效益；“双循环”新发

展格局能够助推中国经济继续腾飞，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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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自 １９２１ 年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带领中

国不断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以主动融入全球化推动中国和全球经济大发展。 改革开放之初，依托廉

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中国选择了“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
随着经济发展和改革不断深化，“大进大出”的发展战略面临新的挑战，原本廉价的劳动力要素在

国际贸易中已不具备其优势地位。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化进程遭遇重大挑战，逆全球化表

现出新的特征，加之各国经济增长乏力，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国内国际新形势，国内经济循环面

临稳定产业链、供应链以及拓展国内市场需求的压力，国际经济循环面临外贸市场萎缩和外商投

资、对外投资受限的难题。
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势必要求全球化理论的突破和创新，以适应未来全球经济发展的需要，这

为中国创新经济理论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 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外部环境下，市场和资源

“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曾经对中国快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进入新发展阶段，出口和投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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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支撑中国经济的更进一步发展，这势必要求转变发展思路和创新发展方式，以实现中国经济的高

质量发展。 因此，中国必须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

为经济发展增添动力，主动寻求新版全球化范式变革，带动世界经济复苏。 事实上，历经百年发展

的中国共产党，不断向全球贡献智慧和力量，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一带一路”倡议，都是规避

强权与不平等的全球化理论创新，是将中华民族平等发展的经验推广给所有爱好和平、寻求发展的

国家。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基于百年来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成功经验，提出

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伟大构想，是中国

共产党与时俱进创新经济发展战略、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理论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阐述了“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理论。 习近平总书记在 ２０２０ 年经济

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强调，“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

环”①。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０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讲话指出，“扩大内需和

扩大开放并不矛盾，国内循环越顺畅，越能形成对全球资源要素的引力场，越有利于构建以国内大

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越有利于形成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新优势”
（习近平，２０２０） ［１］。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正是对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这一关键命题

的破题，也是对社会各界关于新发展格局关切的回应和科学判断，阐明了新发展格局的目的是形成

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既是为了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也为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指

明方向。 “一带一路”倡议在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出的背景下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和使命，
中国在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继续推进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双向需求与双重挑战，兼具“双向兼

顾、内外双修”的特殊性（欧阳康，２０１８） ［２］，要在畅通国内循环的同时，优先周边畅通区域循环，并逐步

畅通全球循环（傅梦孜，２０２０） ［３］；要推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从“被动型”向“主动型”转变（黄群慧，
２０２１） ［４］，降低对欧美市场的依赖，开拓新的国际市场和形成新的国际供应链（裴长洪和刘洪愧，
２０２０） ［５］。 因此，“一带一路”倡议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交汇点，是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形成的

关键环节，对于形成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发挥着重要作用。
自“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出后，学术界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形成了一大批兼具理论深度和实

践指南的成果。 然而，现有文献大多从理论层面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展开论述，鲜有从实证视

角出发的研究。 同时，定性分析本身所具有的特点，只能从宏观视角勾勒出研究问题的框架，使得

从微观视角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分析受阻。 为此，有必要从实证视角出发，采用定性分析和

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宏观和微观视角深刻剖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于促进新发展格局

的早日形成，具备重大的现实意义。 鉴于此，本文采用国际层面的投入产出数据（ＷＩＯＤ）和国内层

面的投入产出数据，基于投入产出分析方法、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和价值增值分析方法，结合“一带一

路”倡议与西方传统大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实证对比研究，探究“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发展现状

与问题等，为早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供理论指导。

二、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探索、推动“双循环”经济发展的历程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由内生因素驱动而主

动形成的战略，中美贸易摩擦、新冠疫情等外生因素的影响有限。 从海关总署公布的 ２０２０ 年进出

口总额②可知，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在 ２０２０ 年创历史新高，总额为 ３２ １６ 万亿元，相较 ２０１９ 年

增长 １ ９％ ，其中，出口增长 ４％ ，进口下降 ０ ７％ ，贸易顺差 ３ ７ 万亿元，增长 ２７ ４％ ，进一步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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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中国作为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地位。 由此可知，国际贸易的外生因素并没有对“双循环”新发展

格局的提出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因此，本研究从百年来共产党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内生角度，结合

近百年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迁来分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形成的机理和逻辑。 结合中国革命和

经济建设的发展历程，本文将中国共产党探索和推动经济“双循环”的发展历程分为四个阶段。 其

中阶段分隔点为：１９４９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宣告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自此中国经济逐步

走上正轨；１９７８ 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中国以更加开放的思路拥抱全球化，中国内外循环的发展出现

了重大的转变；２０１３ 年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双循环”发展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
１．国内国际两种循环的理论准备与实践探索阶段（１９２１—１９４９ 年）
中国共产党 １９２１ 年诞生，其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武装斗争，以井冈山为根据地播种革命火

种，再后来在江西瑞金建立红色政权，开始了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探索。 经济建设作为革命根

据地的重要工作，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 毛泽东曾对国民党军队封锁下的苏区经济发展进行

过阐释，“货物出口发生困难”，“红色区域的许多手工业生产是衰落了”，但是，“因为广大群众的需

要，我们自己即有广泛的市场”，因此发展工业“应该首先为着自给，其次也是为着出口，有计划地

恢复和发展手工业和某些工业”（毛泽东，１９６７） ［６］。 这是基于苏区经济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做

出的最早的内外循环的阐释，具有重要的意义。
到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了多个敌后根据地，发展根据地经济也成了中国共产

党的重要工作，一直备受重视。 １９４４ 年 ８ 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指出，“在双方

有利原则下，我们欢迎国际投资与技术合作”，可见党内对战后引进外资必要性的认识是很客观

的。 １９４５ 年 ４ 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报告中，也强调了引进外资的重要性。 １９４６ 年 ６ 月，党中央在

《关于解放区外交方针的指示》中明确提出，要“允许外国人来经商、开矿及建立工厂或与中国人合

作来经营工矿”（刘建丽，２０１９） ［７］。 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比较系统地论

述了未来国家发展建设过程中，资本来源在内部与外部的关系，这是两个循环理论与实践方面早期

系统的论述，今天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２．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推动国内经济循环为主的阶段（１９５０—１９７８ 年）
１９４９ 年新中国的成立到 １９７８ 年改革开放，“双循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这期间主要进行

了内循环为主的尝试。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 必须优先发

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 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我们

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
“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好好

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 如果采取消极态

度，就会妨碍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毛泽东，１９７６） ［８］。 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时要兼顾沿海和内地

的关系，实现平衡布局。
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是实施内循环为主的一个重要方面，另一个重要方面是社会主要矛

盾的内生驱动。 １９５６ 年党的八大概括社会主要矛盾为：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

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

况之间的矛盾。 新中国成立时，面对的是一个几乎没有任何工业基础，同时战争遗留的一系列问题

也有待解决。 新中国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建立自主的工业体系。 然而西方国家通过战争手段获得资

本原始积累，进而实现工业化的道路已行不通，中国必须走一条符合自身国情，西方国家从没走过

的道路。
同时，新中国成立后，西方国家对中国经济发展进行了包围和封锁，并在周边制造了紧张的国

家安全形势。 因此，在内外因素合力的作用下，中国最终选择了国内经济循环为主的发展战略。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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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之前的时间里，这一战略取得了一些成就，包括建立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基本上完成

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逐步建立了独立

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农业生产条件发生显著改变，生产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城
乡商业和对外贸易都有很大增长等（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１９８１） ［９］。

３．改革开放推动国际经济循环大发展的阶段（１９７９—２０１２ 年）
１９７８ 年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帷幕，内外循环在这一阶段均取得了飞速的发展，这得益于改革开

放政策以及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工作重心发生的转变。 １９８１ 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对社会主要

矛盾进行了新概括：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这一矛盾

贯穿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发展进程中。 有效解决这一矛盾，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以经

济建设为中心，提高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逐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因此，这
一阶段工作重心逐渐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基于此，邓小平提出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让沿海地区先发展；第二步，沿海地区帮

助内地发展（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２００４） ［１０］。 即首先集中优势力量，促进沿海地区实现跨越式发

展。 此种发展模式较平衡布局的发展模式而言具有极大的优势，资金、技术、人力等要素都优先供

给沿海地区，沿海地区凭借大量的要素资源可以在短期内实现经济腾飞。 而后，由沿海地区帮扶内

地发展，缩小内地与沿海地区之间的差距。 以国际大循环为主的发展战略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得以

确立和发展的（王建，１９８８） ［１１］。 以沿海地区为重点，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实现资源和市

场“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为中国以更加开放的方式实现工业化和建设现

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４． “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阶段（２０１３ 年以来）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国际政治形势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思潮兴起，逆全

球化趋势加速，加之对于中国迅速崛起的普遍担忧，西方国家开始在各方面对中国施压并制造摩

擦。 中国面临中美经贸摩擦升级、多边经贸合作趋向停滞、传统全球价值链面临破裂风险的新挑战

（余淼杰，２０２０） ［１２］。 这是因为，“现今的全球秩序仍体现出资本主义体系在全球的扩展，以西方国

家占据政治、经济领域的传统优势为主要特征，表现为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国际分工中位于

较高层次，他们在重要的全球性治理机制中掌握主要话语权” （杨娜和王慧婷，２０２０） ［１３］。 这些思

潮与 ２０ 世纪末的“民族国家终结论”（莱斯利·里普森，２００１） ［１４］ 是背道而驰的，当时的观点认为，
民族国家已经无力应付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应该建立超越民族国家的世界政府，来实现全球的有效

治理（于春阳，２０１５） ［１５］。 在今天，人们又开始“找回国家” （任剑涛，２０２０） ［１６］，认为国家的地位和

作用在全球化时代不仅没有衰退，反而还凸显起来，各国都想利用国家的竞争优势来占据全球化中

的有利位置。 在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新版全球化的实施

不能完全依托旧有范式，又不能完全抛弃人类文明的既有成果。 正如塞缪尔·亨廷顿（１９９９） ［１７］

所言：“任何范式都不可能永远有效。”在此背景下，２０１３ 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
自此，中国内外循环的发展步入了新的阶段。 随着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实施，物质极大丰富，人民

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得到了改善。 而发展所带来的不平衡不充分矛盾迫切需要得到解决。 之所

以会出现国民经济发展主战场的国内外转换，是因为中国已经逾越改革开放初期主要依靠比较

优势和资源禀赋的发展阶段，走过了重点依靠人口红利的发展区间，走向主要依靠创新支撑国民

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２０１７ 年党的十九大提出“当今社会主要矛盾，就是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科学论断使“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理

论的提出有了基本前提。
“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打破了西方主导下经济全球化“中心—外围、核心—边缘”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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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发展格局。 追求“多元平衡”的平等合作发展格局，是习近平新时代对外开放理念的行动纲领

（裴长洪和刘斌，２０２０） ［１８］；倡议的实施形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范式重构（刘伟和王

文，２０１９） ［１９］，被认为是以 “全球化均势发展” 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 ３ ０ 时代的典型 （金碚，
２０１６） ［２０］，也是主张容纳各国参与其中、共同进步、互利共赢的经济全球化中国版本（李曦辉，
２０１７） ［２１］。 中国提供的全球化版本将顺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发展全球经济，积累尽量多的财富，
改善各民族人民的福祉（李曦辉，２０１９） ［２２］。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如何将本国的发展同世界的

进步相联系，把本国的利益和全球利益相结合，对内减少社会不平等，对外建设包容型的世界经济

是国际社会共同追求的目标” （杨娜和王慧婷，２０２０） ［１３］。 以国际循环为主的发展模式，已经不适

应中国提出的基于民族互信共荣基础上的新型全球化。 这需要进一步强调国内循环的重要作用，
重视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有机衔接。

三、 双循环：中国经济发展适应内外部条件变化和历史选择的结果

从字面意义理解，只要一个国家同时存在国际贸易和国内经济，那么就存在“双循环”。 以此

而论，中国经济发展的“双循环”应起源于张骞的凿空西域。 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最终打通了连接

亚欧的古丝绸之路。 在此后近 ２０００ 年的时间里，丝绸之路一直是全线或区段畅通的，对中华民族

形成与发展，甚至对于欧洲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的兴起，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参与国

际经济活动 ２０００ 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不断根据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调整自己的格局，时
而眼睛向内，重点关注国内经济的发展，时而目光向外，关心国际经济的变化，为的是保证中国经济

在国际舞台上始终处于重要的位置。 在这一过程中，中华民族经济发展格局发生了规律性的变化，
适应了国内国际经济的发展需要。

中华民族很早就注重国际贸易和国内经济的发展，中华民族的经济社会发展在人类 ３０００ 年可

考文明史当中有一半以上时间居于世界领先位置。 美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２００８） ［２３］ 的统

计数据表明，在人口占优势的传统经济时代，中国就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特别是从 １３ 世

纪开始，中国就一直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均 ＧＤＰ 水平也是处于全球前列的国家，从公元 １０
世纪开始到公元 １６ 世纪，中国一直领先于国家，ＧＤＰ 总量占全球的份额也一直处于先进行列，在
１８２０ 年达到了巅峰，占全球总量的 ３２ ９％ ，高于跨入 ２１ 世纪门槛时美国 ３２ ４％的全球占比。 ２０００
多年的国际循环实践证明，中华民族坚持“双赢”原则，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扩大市场的规模与范

围，实现了当时生产力水平下所能实现的生产要素配置的最大化规模与范围，注重国内国际经济循

环保持畅通，才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 中华民族在促进形成国际循环的同时，也强化了自身的国

内循环，形成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独特模式。
进入工业革命以来，生产要素的配置方式主要是由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来决定的，并由此造就了

西方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 然而，由于科学技术进步与人类文化的异质性趋势同时存在，生产要

素的配置出现了全球化和区域化两种倾向，并影响着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 （鞠建东等，
２０２０［２４］；刘戒骄，２０１１［２５］）。 一方面，由于科技进步中的交通运输技术进步和信息通讯技术的革

新，给自由贸易带来了两次“解绑”，促进了生产和消费全球化；另一方面，人类经济社会发展还面

临着区域化的趋势，全球化进程面临着逆动趋势，这主要是由于人类社会存在着文化的异质性（柳
思思，２０１４） ［２６］。 塞缪尔·亨廷顿（１９９９） ［１７］认为，“国家日益根据文明来确定自己的利益。 它们通

常与具有同自己相似或共同文化的国家合作或结盟，并常常同具有不同文化的国家发生冲突”。
由于文化异质性等原因，全球经济合作中次区域特征越来越明显。 在当前全球价值链中，贸易、消
费及生产网络的分布结构呈现出明显的区块化特征（鞠建东等，２０２０） ［２４］。 在当前西方主导的全球

化网络中，开放并不意味着外部财富源源流入，它可能对国家产生冲击，可能在总体有益下包含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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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分配的相对不利（张幼文，２０１９） ［２７］。 对此，已有的研究数据给予了佐证，目前在全球 ２２ 个制

造业分行业中，中国有 １２ 个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位置，只有三个处于高端位置（周维富，２０１８） ［２８］。
各个国家以至各区域，由于各自历史文化特质和行为规则（习俗）特性，其经济主体和经济现象均

具有显著的域类质态，表现为极具特色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行为倾向；不同域类，不仅经济理性嵌入

文化观念和制度规则中，而且理性、文化和制度因素间的相依关系使得经济体的域观现象深度交

织，浑然一体（金碚，２０１９） ［２９］。 这种越来越民族化、文明归属化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形成，是与

西方经济学理论难以解释的人类经济现实以及越来越多元化趋势的世界分不开的。
新时代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正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适应内外部条件变化的必然结果。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否定了西方主流

国际经济学中的片面性理论观点（裴长洪和刘洪愧，２０２１） ［３０］，是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传统工业国

家力图削弱中国国际大循环的应对之策（方兴起，２０２１） ［３１］。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的关键，就
在于疏通国内国际循环的“堵点”（张卫良和何秋娟，２０２１） ［３２］，使得国外产业更加依赖中国供应链

和产业链，更加依赖中国的巨大消费市场（黄群慧，２０２１） ［４］。 因此，作为疏通“堵点”的关键环节，
就是要将“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全球化中国版本，打破原本国际大循环的壁垒，克服西方传统工业

大国主导的“中心—外围”国际循环弊端，塑造新的国际循环，秉持互利共赢原则，实现各国之间互

为中心又互为外围，促进各国的共同发展，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 同时，加快构建“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重点推动国内经济充分平衡发展 （董志勇和李成朋，
２０２０） ［３３］，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蒋永穆和祝林林，２０２１） ［３４］，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

“堵点”和“梗阻”，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资源优化配置（王一鸣，２０２０） ［３５］。 中国要首先注重经

济国内循环的加强，增强经济发展和科技驱动的优势，着眼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矛盾，坚
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之路（高培勇，２０２１） ［３６］。 特别是要推进乡村振兴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设

的良性互动（郑瑞强和郭如良，２０２１） ［３７］，实现“乡村中产化” （于立和王艺然，２０２１） ［３８］，探索基于

自身资源禀赋的经济现代化路径（黄群慧，２０２１） ［３９］。 因此，“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就是要发展以我

为主的“外循环”与依靠“内循环”维持增长动力（丁一凡，２０２０） ［４０］，实现提升经济全球化公正发展

的状态和提升缩差共富分配体系的目标（程恩富和张峰，２０２１） ［４１］，为破解中国经济发展的困境提

供新思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持续发展指明新方向，为世界新一轮经济复苏注入新动力（蒲清平

和杨聪林，２０２０） ［４２］。
已有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实证研究已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 例如，郑建明等（２０２１） ［４３］

着重分析了新冠疫情对中国全球价值链造成的影响。 李宏等（２０２１） ［４４］ 运用随机前沿模型和数据

包络分析方法，在 ＯＥＣＤ 国家投入产出数据的基础上，对中国制造业整体及其细分产业增长效率在

全球的真实水平进行了估计。 丁晓强等（２０２１） ［４５］利用中国各省份的投入产出表，分别构造了省份

和部门视角下的贸易比较偏好指数，分析了中国经济循环内外导向选择的地区特征和部门特征。
丁守海等（２０２１） ［４６］研究发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大背景下，经济高质量发展对人民幸福感具有

显著的正向影响。 但是，已有的“双循环”实证研究对“一带一路”倡议在国际循环中作用的实证研

究较少，也较少触及国内经济循环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基于以上理论及实证研究，本文的实证分析以疏通国际循环的“堵点”为关键，以破解国内循

环的“痛点”为核心，将“一带一路”倡议作为疏通“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堵点”的关键环节，将破解

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矛盾作为解决“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痛点”的核心内容。 本文通过聚焦“一带

一路”倡议对中国以及“一带一路”参与国和西方传统工业大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厘清“一带

一路”倡议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作用，深刻剖析中国版全球化与西方版现实全球化的本

质差异。 进而，通过聚焦破解当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社会主要矛盾，分析国内经济循环的产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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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情况，总结国内循环的特征与发展趋势。 实证分析结果有助于为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供理论支持。

四、 中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特征与趋势：研究设计

基于前文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分析，后文重点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

以来，中国在驱动国际国内“双循环”格局建设的情况。 重点是探究“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实践渊

源与发展变迁，探讨“一带一路”倡议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作用与发展趋势，以此综合研

究和评价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战略，揭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历史必然和未来方向。
１．研究方法

（１）投入产出法：投入产出模型可以准确刻画各经济体之间的经济联系，因此，可以用于分析

各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考虑最基本的 Ｎ 国单部门的投入产出模型：
Ｘ ＝ ＡＸ ＋ Ｙ （１）

　 　 其中，Ｎ 维向量 Ｘ 表示 Ｎ 个国家各自的总产出值；Ｎ × Ｎ 矩阵 Ａ 为投入产出系数矩阵，亦称为

直接消耗系数矩阵；Ｎ × Ｎ 矩阵 Ｙ 为最终品的贸易矩阵。
对式（１）进行矩阵变换，可以得到：

Ｘ ＝ （ Ｉ － Ａ） －１Ｙ ＝ ＢＹ （２）
　 　 其中，Ｉ 为 Ｎ × Ｎ 的单位矩阵，Ｂ 为里昂惕夫逆矩阵。

依据投入产出模型计算得到的结果，即可对国际循环进行分析。 在对结果进行进一步加工的

基础上，社会网络分析和价值增值分析等方法便可用以验证国际循环的发展状况。 国内循环的矩

阵构造方法及分析步骤与国际循环类似，只需将不同的国家替换为国内不同的经济部门即可。
（２）社会网络分析法：网络的疏密程度是网络中各节点之间联系密切程度的一个重要表征。 为分

析各国之间贸易关系的疏密程度，本文引入网络密度。 网络密度的计算公式可表示为：

ρ ＝ Ｌ
Ｎ（Ｎ － １） （３）

　 　 其中，Ｌ 为显著关系数，Ｎ 为所有的节点数。 关于显著关系的界定，现有文献中大多采用贸易

额的方法（李敬等，２０１７［４７］；郑智等，２０１９［４８］；梁经伟等，２０１９［４９］ ），即以一给定的贸易额作为判别

标准，超过记为显著，否则记为不显著。 考虑到各国之间的经济体量存在巨大差异，因此贸易额作

为显著关系的判别标准难免有失偏颇。 为此，本文提出使用投入产出系数代替贸易额，最大限度的

减少不同经济体量对分析结果所带来的偏误。 参照前人使用贸易额的划分标准，本文提出显著关

系的判别规则：

Ｌｉｊ ＝
１， Ａｉｊ ≥ Ｍｅｄｉａｎ

０， Ａｉｊ ＜ Ｍｅｄｉａｎ{ （４）

　 　 其中，Ｌｉｉ ＝ ０；Ｍｅｄｉａｎ 为投入产出系数的中位数；显著的关系数 Ｌ 为所有 Ｌｉｊ的和。
为分析各国在网络中的位置，本文引入相对度数中心度。 相对度数中心度的值越接近 １，表明

该国与网络中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越密切。 假设网络中有 Ｎ 个结点，同时假设 ｎｉ 为与 ｉ 国具有显

著关系的国家数量，则相对度数中心度的计算公式可表示为：

ＤＣ ｉ ＝
ｎｉ

Ｎ － １ （５）

　 　 利用网络密度计算过程中构造的 Ｌｉｊ的结果，可以方便地得到相对度数中心度计算过程中显著

关系数 ｎｉ 的值，具体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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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ｉ ＝ ∑
Ｎ

ｊ ＝ １
Ｌｉｊ （６）

　 　 在相对度数中心度的基础上，为进一步衡量不同网络中心化的趋势，本文引入相对度数中心势

指数。 相对度数中心势指数的值越大，表明网络中各国与处于中心的国家之间的相对度数中心度

差异越大，也就是网络的中心化趋势越明显。 假设网络中有 Ｎ 个结点，用 Ｍａｘ（ＤＣ）来表示网络中

最大的相对度数中心度，则相对度数中心势指数的计算公式可表示为：

ＮＣ ＝ ∑
Ｎ

ｉ ＝ １

Ｍａｘ（ＤＣ） － ＤＣ ｉ

Ｎ － ２ （７）

　 　 （３）增加值贸易法：根据投入产出模型分析得到的结果，可以进一步分析各国贸易往来过程中

所带来的价值增加值的变化。 由投入产出系数矩阵 Ａ，可以计算得到价值增值系数矩阵 Ｖ：

Ｖ ＝

Ｖ１ 　 ０ 　 … 　 ０
０ 　 Ｖ２ 　 … 　 ０
︙ 　 ︙ 　 ⋱ 　 ︙
０ 　 ０ 　 … 　 ＶＮ

é

ë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８）

　 　 其中：

Ｖ ｊ ＝ １ － ∑
Ｎ

ｉ ＝ １
Ａｉｊ （９）

　 　 根据上文推导出的投入产出模型及求解得到投入产出系数矩阵，可以进一步计算价值增值矩阵：
ＶＡ ＝ ＶＢＹ （１０）

　 　 其中，矩阵中的元素 ＶＡｉｊ表示 ｉ 国从 ｊ 国获取的价值增值。
结合价值增值矩阵的计算结果，本文参照 Ｔｉｍｍｅｒ 等（２０１５） ［５０］ 的做法，将价值增值分解为：本

国价值增值、区域价值增值和全球价值增值，同时将绝对值折算成比例，方便进行对比。 本文的主

要关注点在于区域价值增值部分。 通过对比区域价值增值占比，可以看出区域对于不同国家的贡

献大小。 区域增值占比越大，表明该国与区域中各国联系密切，同时贸易往来频繁。
２．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采用国际投入产出表（ＷＩＯＤ）数据。 目前 ＷＩＯＤ 有 ２０１３ 版和 ２０１６ 版，２０１３ 版共有 ４０ 个

国家，２０１６ 版则涵盖了 ４３ 个国家 ５６ 个行业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的贸易往来数据。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底，
与中国已经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合作文件的有 １３８ 个国家和地区，本文基于 ＷＩＯＤ 数据库的

数据可得性确定样本库，作为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 中国首先作为研究样本进行数据选取，考虑到

国家和地区选取地域的代表性，本文按照“一带一路”倡议沿线的东亚、南亚、中东、独联体、东欧及

南欧的区域划分，选取各区域中 ２０１９ 年 ＧＤＰ 最高值的国家和地区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研究样

本，代表着 ３ ０ 时代的经济全球化（金碚，２０１６） ［２０］，包括韩国、印度尼西亚、土耳其、俄罗斯、波兰和

意大利。 考虑到非“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国也会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国存在贸易往来，同时

为了对照参与国与非参与国之间的差异，本文按照四大洲（因非洲数据不可获得，故舍弃）的划分

标准，依据四大洲非“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 ２０１９ 年 ＧＤＰ 最高值，选取了四个非“一带一路”倡议

参与国作为对照样本国家，代表着西方传统工业大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包括日本（亚洲）、德国

（欧洲）、美国（美洲）和澳大利亚（大洋洲）。 将世界上其他经济体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体（ＲＯＷ）
看待。

所选取的 １１ 国（包括中国），２０１９ 年 ＧＤＰ 总和占世界 ＧＤＰ 总量的 ６１％ 以上（如表 １ 所示）。
同时这些国家与中国的贸易往来非常密切。 由表 ２ 可知，中国从所选取的 １１ 国而来的各品类中间

品的比值占到了总量的 ８０％ ～９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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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２０１９ 年各国 ＧＤＰ 占全球 ＧＤＰ 比重 （％ ）
国家 ＡＵＳ ＣＨＮ ＤＥＵ ＩＤＮ ＩＴＡ ＪＰＮ ＫＯＲ ＰＯＬ ＲＵＳ ＴＵＲ ＵＳＡ
占比 １ ５９ １６ ２８ ４ ４０ １ ２８ ２ ２８ ５ ７９ １ ８８ ０ ６８ １ ９４ ０ ８７ ２４ ４３

　 　 注：ＡＵＳ 代表澳大利亚；ＣＨＮ 代表中国；ＤＥＵ 代表德国；ＩＤＮ 代表印度尼西亚；ＩＴＡ 代表意大利；ＪＰＮ 代表日本；ＫＯＲ 代表韩国；
ＰＯＬ 代表波兰；ＲＵＳ 代表俄罗斯；ＴＵＲ 代表土耳其；ＵＳＡ 代表美国。 ＲＯＷ 的 ＧＤＰ 占比即为，除去 １１ 国的占比。 下文同此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整理

表 ２ 中国各年度各品类中间品从 １１ 国而来所占的比重 （％ ）
年份 农产品 资源品 低技术品 中技术品 高技术品 服务贸易

１９９５ ９７ ５２ ９４ ３１ ９６ ８８ ９７ ０６ ９０ ７９ ９８ ２４
２００２ ９８ ５７ ９４ ３０ ９５ １１ ９７ ４９ ８４ ７４ ９７ ７３
２００８ ９６ ９７ ９２ ０１ ９７ １４ ９７ ９６ ８６ ６１ ９６ ８１
２０１４ ９７ ９９ ９３ ８８ ９６ ４４ ９８ ７０ ９１ ９４ ９７ ７１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ＷＩＯＤ 数据整理

由第二部分的理论可知，针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分析，需要考虑长期的发展情况。 因此

将“双循环”放在中国市场经济的崛起和不断尝试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展开分析。 以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后至今为研究区间，结合数据的可获得性，分别选取 １９９５ 年、２００２ 年、２００８
年、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８ 年作为国际循环研究的五个时间点。

就国内循环的分析而言，由于中国在每逢尾数为 ２ 和 ７ 的年份公布投入产出表，尾数为 ０ 和 ５
的年份公布延长表。 根据目前可获得的数据，以及国际循环所使用的年份，本文最终采用 １９９５ 年、
２００２ 年、２００７ 年、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８ 年的中国投入产出表对国内循环展开分析。 本文后续在处理数

据时，由于 １９９５ 年中国投入产出表部门太少①，并且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虽然分类标准进

行了数次的更新，但大体的框架未曾进行大的修改。 因此，本文在国内循环的分析中舍弃掉 １９９５
年数据，采用 ２００２ 年、２００７ 年、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８ 年的数据，所选取的年份数据均按照最新版的《国民

经济行业分类》（ＧＢ ／ Ｔ ４７５４ － ２０１７）进行整合。

五、 实证检验结果

１．国际经济循环的特征与趋势

（１）中间品来源特征与趋势：中国中间品来源比例仍然主要依赖于西方传统工业国，但通过

“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获得中间品的比例逐渐上升。 中间品贸易额方面。 首先去除中国和 １１ 个

样本国之外，分析其余 １０ 个国家对于中国各品类中间品的贸易额。 １９９５—２０１４ 年期间，韩国和日

本始终是各品类中间品来源的两个头号大国。 同时各国对于中国各品类贸易额均呈现出增长的趋

势。 为更加直观地分析各国各品类中间品贸易的真实情况，本文将所有国家分为中国本国、“一带

一路”倡议参与国和西方传统工业国，分析中间品贸易的来源（表 ３）。
表 ３ 中国中间品来源的比例 （％ ）

年份 区域 农产品 资源品 低技术品 中技术品 高技术品 服务贸易

１９９５

本国来源 ９５ ８７ ８８ ９９ ９１ ２６ ９０ ６４ ７８ ８３ ９６ ７０

“一带一路”参与国 ０ １８ ２ ５０ ２ ４２ ０ ６５ １ ８０ ０ ５４

西方传统工业国 １ ４６ ２ ８２ ３ ２０ ５ ７７ １０ １６ １ 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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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３
年份 区域 农产品 资源品 低技术品 中技术品 高技术品 服务贸易

２００２
本国来源 ９７ ５７ ９０ ９７ ９１ ３８ ９２ ５０ ７７ ５６ ９６ ５４

“一带一路”参与国 ０ １９ １ ７４ １ ４０ ０ ４２ １ ９３ ０ ３１
西方传统工业国 ０ ８０ １ ５９ ２ ３２ ４ ５７ ５ ２５ ０ ８８

２００８
本国来源 ９５ ５０ ８８ １６ ９４ ６９ ９２ ５５ ７８ １６ ９４ ９８

“一带一路”参与国 ０ ４５ １ ７０ ０ ７０ １ １７ ３ ３３ ０ ６５
西方传统工业国 １ ０２ ２ １６ １ ７５ ４ ２４ ５ １１ １ １８

２０１４
本国来源 ９７ ００ ９１ ２６ ９５ １４ ９５ ６９ ８７ ６８ ９６ ３１

“一带一路”参与国 ０ ２０ １ ０８ ０ ４１ ０ ７０ ２ １０ ０ ４６
西方传统工业国 ０ ８０ １ ５５ ０ ８９ ２ ３１ ２ １６ ０ ９５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ＷＩＯＤ 数据整理

对于农产品、中技术品和高技术品而言，２０１４ 年中国从“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所获得的中间品

中，农产品、中技术品、高技术品占比相较于 １９９５ 年呈现增加的趋势；同时 ２０１４ 年从西方传统工业国

所获得的中间品占比相较于 １９９５ 年均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从而表明中国与“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

的贸易合作更加密切。 但同时也需指出的是，尽管西方传统工业国的各品类比例都在下降，但是到

２０１４ 年时，“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在各品类上依然没有超过西方传统工业国，也就是西方传统工业国依

然是中国各品类中间品的主要来源国。 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构建的国际经济循环是在西方传统

工业国的主导下的全球化模式，此时国际经济循环的主要利益仍掌握在西方传统工业国的手里。
考虑到国家数量的差异，本文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国选择了六个国家（除中国外），而在

非“一带一路”倡议即西方传统工业国选择了四个国家。 虽然通过各年度整体的比较可以发现年

份趋势上的变化，但考虑到严谨性，本文通过对比“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和西方传统工业国的均

值差异，以更好地反映中间品贸易的实际情况。 通过分析发现，从平均值角度来看，各年度从西方

传统工业国所获得的各品类中间品均超过了“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 同时计算“一带一路”倡议

参与国和西方传统工业国的增长率变化情况，由表 ４ 可知，“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在农产品、中技

术品、高技术品和服务贸易方面的增长率均超过西方传统工业国。 因此，从平均值视角和总和视

角，本文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 ２０１３ 年以来，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带动下，中国的国际经济循

环开始主动发生改变，“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各国之间的贸易联系越来越紧密，
“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在中国的国际经济循环中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表 ４ 中国中间品来源的平均增长率 （％ ）

类别 农产品 资源品 低技术品 中技术品 高技术品 服务贸易

“一带一路”参与国 ２８０ ００ １２９ ９０ ４５ ５６ ３７９ ５４ ２８８ ４４ ２３３ ９５
西方传统工业国 １５０ ８７ １７６ ０９ ８４ ０６ １３６ ８１ １１６ ４５ １８３ ４８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计算结果整理

（２）投入产出特征与趋势：中国与“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的经济互动程度不断增强，中国与

“一带一路”倡议各国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 根据投入产出模型，本文结合 ＷＩＯＤ 整理得到的数

据，可以计算得到不同年份不同产品类别的直接消耗系数的结果。 直接消耗系数反映的是各国每产

出一单位的价值量，相应需要消耗出口国多少单位的价值量，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国家之间的

经济互动关系（孙天昊和王妍，２０１６） ［５１］。 为了方便起见，本文定义式（１）中 Ａｉｊ为 ｊ 国对于 ｉ 国的经济

互动系数。 本文站在中国的视角来研究国际循环，因此重点分析中国对于别国的经济互动系数。 按

照 １９９５—２０１４ 年的各类别直接消耗系数计算，选取各类别系数值最大的前三个国家，罗列其排序变

化，计算结果如表 ５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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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中国与别国经济互动系数排名（前三名）

类别 １９９５ 年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１４ 年

农产品 ＵＳＡ ＞ ＡＵＳ ＞ ＩＤＮ ＡＵＳ ＞ ＵＳＡ ＞ ＩＤＮ ＵＳＡ ＞ ＩＤＮ ＞ ＡＵＳ ＵＳＡ ＞ ＡＵＳ ＞ ＩＤＮ
资源品 ＫＯＲ ＞ ＪＰＮ ＞ ＵＳＡ ＫＯＲ ＞ ＪＰＮ ＞ ＩＤＮ ＫＯＲ ＞ ＡＵＳ ＞ ＪＰＮ ＡＵＳ ＞ ＫＯＲ ＞ ＪＰＮ

低技术品 ＪＰＮ ＞ ＫＯＲ ＞ ＵＳＡ ＪＰＮ ＞ ＫＯＲ ＞ ＡＵＳ ＪＰＮ ＞ ＫＯＲ ＞ ＤＥＵ ＪＰＮ ＞ ＫＯＲ ＞ ＡＵＳ
中技术品 ＪＰＮ ＞ ＤＥＵ ＞ ＵＳＡ ＤＥＵ ＞ ＵＳＡ ＞ ＪＰＮ ＪＰＮ ＞ ＤＥＵ ＞ ＫＯＲ ＤＥＵ ＞ ＪＰＮ ＞ ＫＯＲ
高技术品 ＪＰＮ ＞ ＵＳＡ ＞ ＫＯＲ ＪＰＮ ＞ ＫＯＲ ＞ ＵＳＡ ＫＯＲ ＞ ＪＰＮ ＞ ＤＥＵ ＫＯＲ ＞ ＪＰＮ ＞ ＤＥＵ
服务贸易 ＵＳＡ ＞ ＪＰＮ ＞ ＫＯＲ ＡＵＳ ＞ ＵＳＡ ＞ ＪＰＮ ＵＳＡ ＞ ＤＥＵ ＞ ＲＵＳ ＵＳＡ ＞ ＤＥＵ ＞ ＡＵＳ

总体 ＪＰＮ ＞ ＫＯＲ ＞ ＵＳＡ ＪＰＮ ＞ ＫＯＲ ＞ ＵＳＡ ＪＰＮ ＞ ＫＯＲ ＞ ＵＳＡ ＫＯＲ ＞ ＪＰＮ ＞ ＡＵＳ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模型计算结果整理

由计算结果可知，在国际循环中，１９９５—２０１４ 年，总体直接消耗系数最大的国家从日本变化为

韩国。 具体分类而言，农产品直接消耗系数最大的国家主要是美国，资源品直接消耗系数最大的从

韩国变化为澳大利亚，低技术品直接消耗系数最大的国家一直是日本，中技术品直接消耗系数最大

的国家从日本变化为德国，高技术品直接消耗系数最大的国家是从日本变化为韩国，服务贸易直接

消耗系数最大的国家主要是美国。 可以看出，直到 ２０１４ 年，中国对于西方传统工业国的经济互动

系数依然较强，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高技术品等领域对于“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的依赖已

经超过了西方传统工业国。 同时，“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的韩国也超过了传统工业国的日本，成
为中国经济互动系数最大的国家。 因此，应当注意到中国参与国际循环中所做出的一些成功的转

型，同时也要注意到中国对于西方传统工业国仍然存在较大的依赖。 可以看出在“逆全球化”的影

响下，中国与西方传统工业大国的经济互动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但得益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实

施，中国与“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彼此之间的经济互动程度不断增强，各国之间的发展联系越

来越紧密。
（３）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特征与趋势分析：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与世界各国的

联系更加紧密。
首先，分析网络密度。 网络密度是衡量网络中各国之间经济联系的紧密程度。 本文依据设定

的中位数标准，计算各个网络中显著的关系数，进而可以依据式（３）计算得到网络密度，如表 ６ 所

示。 除服务贸易外，对于其他类别的产品和总体，１９９５—２０１４ 年，显著关系数处于波动上升的状

态。 从而表明除服务贸易外，其他品类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表 ６ 各年份各品类的网络密度

类别 １９９５ 年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１４ 年

农产品 ０ ４９２ ０ ４３２ ０ ５１５ ０ ５６１
资源品 ０ ４３９ ０ ４７０ ０ ５３８ ０ ５５３

低技术品 ０ ４６２ ０ ４４７ ０ ５３０ ０ ５６１
中技术品 ０ ３７９ ０ ４７０ ０ ５６１ ０ ５９１
高技术品 ０ ４６２ ０ ４９２ ０ ４８５ ０ ５６１
服务贸易 ０ ５３８ ０ ４７０ ０ ５１５ ０ ４７７

总体 ０ ４３９ ０ ４５５ ０ ５５３ ０ ５５３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模型计算结果整理

其次，分析网络中各节点的相对度数中心度和相对度数中心势指数。 由相对度数中心度的变

化可知，１９９５—２０１４ 年期间，中国各品类的相对度数中心度都呈现了显著的增长趋势。 １９９５ 年各

品类的相对度数中心度都较小，也就是和其他各国的经济联系不够紧密，没有完全融入到国际循环

中去；另一方面也可以反映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经济体量小，这也是导致相对度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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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较小的原因。 到 ２０１４ 年时，中国的相对度数中心度有了快速的增长，各品类的相对度数中心度都

为 １，即中国与其他各国的联系都非常密切，表明中国经济在近 ２０ 年的时间里得到了飞速发展，同时

国际循环也得到了加强，在国际循环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本文分析相对度数中心势指数的变

化情况可知，除服务贸易表现出增大的趋势外，其他各品类的相对度数中心势指数均呈现减小的趋

势。 从而表明除服务贸易外，其他品类的国际贸易呈现去中心化的趋势，具体结果如表 ７ 所示。
表 ７ 各年份各品类的相对度数中心势指数值

类别 １９９５ 年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１４ 年

农产品 ０ ６０９ ０ ６８２ ０ ５８２ ０ ５２７
资源品 ０ ６７３ ０ ６３６ ０ ５５５ ０ ５３６

低技术品 ０ ６４６ ０ ６６４ ０ ５６４ ０ ５２７
中技术品 ０ ７４６ ０ ６３６ ０ ５２７ ０ ４９１
高技术品 ０ ６４６ ０ ６０９ ０ ６１８ ０ ５２７
服务贸易 ０ ５５５ ０ ６３６ ０ ５８２ ０ ６２７

总体 ０ ６７３ ０ ６５５ ０ ５３６ ０ ５３６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模型计算结果整理

（４）增加值的特征与趋势：中国从“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获得价值增值的增长势头更为强劲，
中国对“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增加值提升的贡献度不断提升。 从增加值的角度分析，美国、日本

和德国是中国增加值的主要来源国家。 为了方便分析本国、“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和西方传统工

业国的增加值来源情况，本文计算了各自的占比，如表 ８ 所示。 由结果可知，１９９５—２０１４ 年期间，
对于资源品、低技术品和服务贸易而言，中国从“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所获得的价值增值比例在

逐步增加，而西方传统工业国的比例均在逐步缩小。 同时需指出，在中国价值增加值来源国家的比

较中，“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始终未能超过西方传统工业国。
表 ８ 不同区域增加值占价值增值总和的比重 （％ ）

年份 区域 农产品 资源品 低技术品 中技术品 高技术品 服务贸易

１９９５
本国来源 ９１ ７３ ５６ ９１ ７５ ０３ ７７ ３１ ９１ ７３ ５６ ９１

“一带一路”参与国 １ １０ ３ ４４ ２ ３１ １ ３４ １ １０ ３ ４４
西方传统工业国 ４ ６０ ２３ ２２ １４ ９５ １２ ６３ ４ ６０ ２３ ２２

２００２
本国来源 ９３ ８６ ６２ ５９ ７８ １６ ８５ ０４ ９３ ８６ ６２ ５９

“一带一路”参与国 １ １８ ３ ７５ ２ ３９ １ ２９ １ １８ ３ ７５
西方传统工业国 ２ ８８ １８ ２５ １０ ７２ ５ ５２ ２ ８８ １８ ２５

２００８
本国来源 ９２ ８３ ３７ ６６ ７４ ９７ ７４ ８７ ９２ ８３ ３７ ６６

“一带一路”参与国 １ ２１ ６ ４２ ４ ０８ ３ ３１ １ ２１ ６ ４２
西方传统工业国 ２ ７８ ２９ ３３ ９ １７ ６ ３２ ２ ７８ ２９ ３３

２０１４
本国来源 ９４ ２４ ４６ ６８ ８３ ０７ ８５ ３３ ９４ ２４ ４６ ６８

“一带一路”参与国 ０ ８０ ５ ３２ ２ ７０ １ ３０ ０ ８０ ５ ３２
西方传统工业国 １ ９６ ２１ ０１ ５ ４３ ３ ５０ １ ９６ ２１ ０１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模型计算结果整理

针对“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和西方传统工业国对于中国价值增值平均贡献的分析可以得出，
如表 ９ 所示，１９９５—２０１４ 年期间，平均价值增值都在增加，同时西方传统工业国的增值始终大于

“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这与整体分析得到的结果是一致的。 通过进一步的分析可以发现，“一带

一路”倡议参与国在平均增加值的增长势头上是优于西方传统工业国的。 也就是中国在国际经济

循环中，更多的价值增值依然是从西方传统工业国而来，但是“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的增长势头

更为强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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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９ 中国增加值来源的平均增长率 （％ ）

类别 农产品 资源品 低技术品 中技术品 高技术品 服务贸易

“一带一路”参与国 ６９ ０２ － １４４ ０９ ２１４ ９７ ４６４ ７４ ３３８ ８０ ６９ ０２
西方传统工业国 ４７ ４５ － １６３ ０３ ８９ ４３ １９０ １４ １８２ ６８ ４７ ４５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计算结果整理

表 １０ “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价值增值占价值增值总和的比重 （％ ）

年份 区域 ＣＨＮ ＩＤＮ ＩＴＡ ＫＯＲ ＰＯＬ ＲＵＳ ＴＵＲ 均值

１９９５
本国来源 ７９ ９０ ８０ ８３ ７８ ５１ ７５ ９７ ７８ ３９ ７６ ６４ ８８ ５３ ７９ ８３

“一带一路”参与国 １ ８５ ２ ７５ １ ６２ ３ ４２ ２ ８４ ４ ４０ １ ７２ ２ ６６
西方传统工业国 １８ ２５ １６ ４２ １９ ８６ ２０ ６１ １８ ７７ １８ ９６ ９ ７４ １７ ５２

２００２
本国来源 ７９ ４６ ７３ ３２ ７９ ３４ ７３ ７０ ７５ ６８ ７０ ９５ ７１ ８１ ７４ ８９

“一带一路”参与国 １ ７５ ４ １４ １ ５９ ４ ４３ ２ ６５ ４ ８８ ３ ７６ ３ ３２
西方传统工业国 １８ ７９ ２２ ５４ １９ ０７ ２１ ８６ ２１ ６７ ２４ １６ ２４ ４３ ２１ ７９

２００８
本国来源 ７２ ０４ ７５ ３４ ７７ ６６ ６３ ７８ ６９ ３５ ７２ ４３ ７６ ２２ ７２ ４０

“一带一路”参与国 ３ ０６ ４ ２３ ２ ５３ ８ ８８ ４ ３７ ５ ６８ ４ ０８ ４ ６９
西方传统工业国 ２４ ９０ ２０ ４３ １９ ８２ ２７ ３５ ２６ ２９ ２１ ８９ １９ ７０ ２２ ９１

２０１４
本国来源 ７９ ７１ ７９ ６３ ７５ ０１ ６１ ６０ ６２ １５ ７３ ８９ ７２ ５８ ７２ ０８

“一带一路”参与国 ２ １５ ３ ６０ ３ ３１ １１ ０３ ５ １２ ４ ４２ ４ １５ ４ ８３
西方传统工业国 １８ １４ １６ ７７ ２１ ６８ ２７ ３７ ３２ ７２ ２１ ６９ ２３ ２７ ２３ ０９

“一带一路”参与国均值 ２ ２０ ３ ６８ ２ ２６ ６ ９４ ３ ７４ ４ ８４ ３ ４３ ３ ８７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模型计算结果整理

由表 １０ 可得，从增加值双向流动的角度看，中国对“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各国区域价值增值的

贡献大于中国从“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的索取，也就是中国对“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各国的增加值

提升的贡献能力高于中国从其中获取增加值的能力（郑智等，２０１９） ［４８］。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新时

期中国国际经济循环的重要体现，展现出“一带一路”倡议不同于西方工业国家主导的传统全球化，克
服了传统全球化带来的贫富差距和发展陷阱等弊端，体现出“全球化均势发展”的新特征（金碚，
２０１６） ［２０］。 由分析结果可知，中国通过“一带一路”生产网络提供了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为沿线各国

提供了广阔的市场机会，沿线各国从“一带一路”倡议的获益都在逐年上升，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

各国经济增长不断产生更大的贡献。
（５）２０１８ 年投入产出表的预测更新：“一带一路”倡议在中国的国际经济循环中扮演着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 鉴于 ＷＩＯＤ 数据最新年份为 ２０１４ 年，本文使用 １９９５—２０１４ 年数据来进行分析难免

会存在滞后性的问题。 因此，为了构造投入产出模型所需的数据，本文采用多年份 ＷＩＯＤ 得到的两

国之间的贸易数据来计算两国之间的中间品和最终品的比例，用以作为 ２０１８ 年两国之间中间品和

最终品的比例，结合 ２０１８ 年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数据库中各国的贸易总额，即可计算得到各个国家之间

中间品和最终品的贸易额，用以近似替代 ２０１８ 年各国之间投入产出表的部分数据。 在此基础上，
采用投入产出表的更新方法来对剩余的货物贸易的数据进行更新。 虽然投入产出表的更新会存在

误差，无法准确地反映 ２０１８ 年的真实情况。 但是，在数据无法获得的情况下，通过数据的更新，依
然可以得出发展的大体趋势，不会对本文的分析结果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为此，基于 ＥＧＲＡＳ 方

法，本文测算 ２０１８ 年的投入产出数据，具体的模型为：

ｍｉｎ∑ ｉ∑ ｊ
（ ｚｉｊ － １）ｌｎｚｉｊ 　 ｓ． ｔ． ∑ 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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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ｊ
ｚ ｊｉｘ ｊｉ

－
∑ ｊ

ｘｉｊ

∑ ｊ
ｘ ｊｉ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 εｉ （１１）

　 　 其中，已知年份的投入产出系数为 Ｘ ＝ ［ ｘｉｊ］ ，求解更新的目标矩阵 Ｘ∗ ＝ ［ ｘ∗
ｉｊ ］ ，ｚｉｊ ＝ ｘ∗

ｉｊ ／ ｘｉ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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εｉ 为给定的精度值。 利用此模型和 ２０１４ 年货物贸易的投入产出表可以更新得到 ２０１８ 年的

投入产出表，进而可以计算得到直接消耗系数。 计算中国对别国直接消耗系数的排名如表 １１
所示。
表 １１ ２０１８ 年投入产出表计算得到的直接消耗系数排名

国家 ＡＵＳ ＤＥＵ ＩＤＮ ＩＴＡ ＪＰＮ ＫＯＲ ＰＯＬ ＲＵＳ ＴＵＲ ＵＳＡ
排名 ３ ６ ７ ８ ２ １ １０ ５ ９ ４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模型计算结果整理

由分析结果可知，２０１８ 年的排名大致与 ２０１４ 年相似。 排第一的是韩国，其次是日本，澳大利

亚和美国紧随其后。 排在第五六位的国家发生了对调，由 ２０１４ 年的德国和俄罗斯变成了 ２０１８ 年

的俄罗斯和德国。 从而前文所得出的结论在 ２０１８ 年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 中国在参与国际经济

循环的过程中，和“一带一路”参与国家的经济互动联系往来越来越密切。
２．国内经济循环的特征与趋势

（１）三次产业变迁：中国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和完善，为国内经济循环提供巨大潜力和发展空

间。 对于国内经济循环的分析，本文先将各年份行业按照传统三次产业的划分标准予以分析，从宏

观上厘清国内循环的演变规律。 在此基础上，再按照不同行业的分类，从微观层面展开分析。 本文

将各年度中国投入产出表调整为三次产业之间的投入产出表，进而应用投入产出模型求解得到直

接消耗系数。 结果如表 １２ 所示。
表 １２ 三次产业划分下的直接消耗系数

分类 年份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第一产业

１９９５ ０ １７２ ０ ０６８ ０ ０１５
２００２ ０ １６２ ０ ０５３ ０ ０１６
２００７ ０ １４１ ０ ０４３ ０ ０１３
２０１５ ０ １３０ ０ ０５１ ０ ０１０
２０１８ ０ １２６ ０ ０４２ ０ ００８

第二产业

１９９５ ０ １７３ ０ ５４１ ０ ２６０
２００２ ０ １７６ ０ ５２８ ０ ２４９
２００７ ０ ２１０ ０ ６３２ ０ ２５１
２０１５ ０ ２４０ ０ ６０１ ０ １８４
２０１８ ０ １８６ ０ ５６０ ０ １５７

第三产业

１９９５ ０ ０５７ ０ １０５ ０ １７４
２００２ ０ ０７９ ０ １３０ ０ ２０３
２００７ ０ ０６３ ０ ０９２ ０ ２０１
２０１５ ０ ０４３ ０ １４１ ０ ２７５
２０１８ ０ ０７４ ０ １４９ ０ ３０４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模型计算结果整理

李斯特（２０１１） ［５２］提出，“就一个国家整个工业与农业相互间的关系来说，它们彼此之间所处

的地位愈接近，双方物资交流时所受到的障碍愈少，则共同发展的机会愈大”“凡是一个国家，既培

养了在它领域以内工业的一切部门，使工业达到了高度完善阶段，又拥有广大疆土和充分发展的农

业，使它工业人口在生活必须品和原料方面的需要，绝大部分可以由本国供应，那么它就拥有最高

的生产力，因而也就是最富裕”。 由表 １２ 可知，１９９５—２０１８ 年期间，第一产业对于第二产业的依赖

呈现出逐渐增加的趋势，其中 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年处于持续增加的状态，２０１８ 年相较于 ２０１５ 年有所下

降，但是相对于 １９９５ 年来看，依然是超过了 １９９５ 年的。 这表明，每产出一单位的第一产业产品，需
要消耗更多单位的第二产业产品。 这与农业机械化、自动化的进程，以及农药、种子、化肥等农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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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极大丰富是吻合的。 同时，由分析结果可知，第三产业对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依赖呈现出

逐渐减少的趋势，第三产业自身的依赖在逐渐增强。 也就是说，第三产业内部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

密，逐步超过了对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依赖。
（２）各行业特征与变化趋势：国内经济循环的各行业发展呈现逐步向好态势，但行业之间的经

济互动程度有待继续提高。 由于 １９９５ 年投入产出表分类较粗糙，本文舍弃 １９９５ 年的数据，分析

２００２—２０１８ 年国内循环的变化。 农业对于制造业依赖呈现出先增后减，但整体依然是保持上升的

态势，国内经济循环中农业与工业的联系始终处于增加的状态，说明国内循环中工业和农业部门的

发展逐步向好。
为重点分析国内循环的问题所在，本文着重分析各行业对于制造业的依赖情况。 ２００２—２０１８

年，建筑业对于制造业的直接消耗系数始终处于领先地位；农、林、牧、渔业对于制造业的直接消耗

系数一开始处于靠后的位置，后逐渐提升；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对于制造业的直接消耗系数，从
最初靠后的状态提升到了非常靠前的位置；而对于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与教育这二者而言，对
于制造业的依赖排名仅有小幅提升。 具体结果如表 １３ 所示。

批发和零售业对于制造业依赖的排名有所下降，这不代表批发和零售业呈现出衰退的迹象，反
而表明批发和零售业实现了质的飞跃，这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迁是息息相关的。 随着社会生产力

的发展，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满足，从而导致对于实物需求的比例

逐步减少。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对于制造业依赖的排名也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该变化

与我国在相关领域制造能力不强具有密切的关系。
表 １３ 各行业对于制造业直接消耗系数的排名

部门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７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８

农、林、牧、渔业 １３ １１ ９ ９
建筑业 １ １ １ １
批发和零售业 １２ １６ １６ １７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９ ６ ８ ８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５ １２ １１ １３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１１ ８ ５ ５
教育 １６ １３ １５ １４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模型计算结果整理

（３）社会网络特征与变化趋势：国内各产业部门的中心化发展趋势明显，各产业部门的网络密

度呈现下降趋势。 从各年份国内循环中网络的密度变化情况来看（表 １４），２００２—２０１５ 年网络密

度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２０１８ 年相较于 ２０１５ 年虽有所回升，但与 ２００２ 年和 ２００７ 年相比依然是下

降的。 从而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各个产业部门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疏远，整个国内循环出现

了阻碍发展的问题。
表 １４ 国内循环的网络密度

年份 显著数 网络密度

２００２ １８１ ０ ５２９
２００７ １７０ ０ ４９７
２０１５ １６５ ０ ４８３
２０１８ １６８ ０ ４９１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模型计算结果整理

各产业部门的相对度数中心度和相对度数中心势指数结果显示（表 １５），制造业的相对度数中

心度一直为 １，也就是说，制造业在各年份的网络中都处在中心的位置。 这与制造业作为国家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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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发展水平的重要表征是分不开的，也体现了国家对于发展制造业的重视。 其他各行业的相对度

数中心度也都维持在了一定的水平，部分行业甚至出现了减小的趋势，从而表明国内循环整体良性

发展的同时，部分行业之间的紧密联系受到了削弱。 ２００２—２０１５ 年相对度数中心势指数一直处于

上升的趋势，２０１８ 年相较于 ２０１５ 年虽有所下降，但与 ２００２ 年和 ２００７ 年相比依然是升高的。 从而

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各个行业之间呈现出中心化越来越明显的趋势。
表 １５ 国内循环的社会网络分析

部门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７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８

农、林、牧、渔业 ０ ４４４ ０ ３３３ ０ ３８９ ０ ３３３
制造业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批发和零售业 ０ ９４４ ０ ８８９ ０ ９４４ ０ ９４４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１ ０００ ０ ８８９ １ ０００ ０ ９４４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０ ８３３ ０ ５００ ０ ５００ ０ ７２２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０ ０５６ ０ ２７８ ０ ２２２ ０ ２２２
教育 ０ ０５６ ０ １１１ ０ ０５６ ０ ０５６
ＮＣ（相对度数中心势指数） ０ ５２６ ０ ５６２ ０ ５７８ ０ ５６９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模型计算结果整理

（４）各产业横向比较：中国形成了成熟完整的产业体系结构，但产业发展之间存在不平衡不充

分的问题。 为了反映中国产业结构的现状，发现存在的问题，本文以美国①和日本②为参照，其中

美国作为 ２０１９ 年全球 ＧＤＰ 最高的国家，日本作为亚洲除中国外 ＧＤＰ 最高的国家，分析它们的内

循环发展状况，以期发现畅通国内循环的主要突破口。 首先，从宏观视角分析三个产业的情况，本
文计算得到直接消耗系数（表 １６）。 在直接消耗系数的基础上，本文着重分析各行业对于制造业的

直接消耗系数，及相对度数中心度的情况（表 １７）。
表 １６ 美国和日本三个产业划分下的直接消耗系数

２０１５ 年 美国 日本

产业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第一产业 ０ １５８ ０ ０２５ ０ ００１ ０ １２２ ０ ０２１ ０ ００３

第二产业 ０ １７９ ０ ２６５ ０ １００ ０ ２４３ ０ ４７０ ０ ０９９

第三产业 ０ ０７６ ０ ０６０ ０ ３３５ ０ １５９ ０ １４５ ０ ２４７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由分析结果可知，美国农业对于制造业的依赖程度非常高。 从而体现为其农业现代化水平较

高。 日本的农业对制造业的依赖仅次于建筑业，排在第二位，也处于非常高的水平。 就批发零售业

而言，美国也是遥遥领先中国排名的；美国和日本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也是优于中国的。 西

方发达国家在农林牧渔业，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产业结构较为合理，值得借鉴和

学习。 同时，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新兴产业，中国略胜一筹。 整体而言，在西方国

家所优先发展起来的行业中，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还比较大；而在中国占领先地位的新兴行业

（如 ５Ｇ 等）中，中国较西方国家有更好的结构，形成了成熟完整的产业体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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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美国数据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官方网站，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ｅａ． ｇｏｖ ／ ｄａｔａ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 ｉｎｐｕｔ － ｏｕｔｐｕｔ －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 ｄａｔａ。 结合中国

和日本的数据情况，本文选择 ２０１５ 年投入产出表来做对比，访问日期：２０２０ － １１ － ２３。
日本数据来源：日本统计年鉴，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 ｇｏ． ｊｐ ／ ｄａｔａ ／ ｎｅｎｋａｎ ／ ７０ｎｅｎｋａｎ ／ ｚｅｎｂｕｎ ／ ｊｐ７０ ／ ｂｏｏｋ ／ ｂｏｏｋ． ｐｄｆ。 其中公布了平

成 ２７ 年（２０１５ 年）的投入产出表，访问日期：２０２０ － １１ － ２３。



表 １７ 中、美、日重点行业对于制造业的依赖程度排序

部门

美国（１５） 日本（１３） 中国（１９）

制造业依赖排序
ＤＣ（相对度数

中心度）
制造业依赖排序 ＤＣ 制造业依赖排序

农、林、牧、渔业 ５ ０ ２１４ ２ ０ ０８３ ９
制造业 － １ ０００ － ０ ９１７ －

批发和零售业 ２ ／ １ａ ０ ０７１ ／ ０ ０００ － ｂ － １６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４ ０ ４２９ ３ ０ ９１７ ８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１１ ０ ７１４ ９ ０ ５８３ １１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１３ １ ０００ － － ５

教育 ８ ０ ２１４ － － １５

　 　 注：ａ 美国的行业分类将批发业（Ｗｈｏｌｅｓａｌｅ ｔｒａｄｅ）和零售业（Ｒｅｔａｉｌ ｔｒａｄｅ）作为了两个类别；ｂ 在日本的行业分类中无法找到相

同或类似的行业分类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六、 结论与建议

１．研究结论

本文采用投入产出分析法、社会网络分析法和价值增值分析等方法，结合理论分析和实证检

验，从“一带一路”倡议与社会主要矛盾的视角探讨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发展情况和实施效

果，研究发现：（１）“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主导的国际循环新理念，推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

升了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使得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更加紧密，为各国提供了更广阔的市场

机会，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贡献大于所得。 各国对于中国的经济互动系数以及各国之间的经济

网络密度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中国从“一带一路”生产网络中获得的区域价值增值在不断降低，而
其他各国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获得的价值增值在逐年增加，并始终大于中国。 （２）“双循环”新发

展格局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因素驱动而形成的，中国的国内经济循环逐渐发展完善，形成了完整的

产业结构体系，但各行业之间的经济互动程度和网络密度较低，呈现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特征，特
别是体现在农业现代化的程度依然较低。 总体而言，可以看出，中国在不断强化自身国内循环的同

时，也为国际循环贡献力量。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可以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中国版全球化的发

展范式，能够突破当前西方传统工业大国主导的全球化的不足，实现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实现生产

要素配置的更大规模与范围效益，形成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从而引领世界经济发展走势。
２．政策建议

中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并存，“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符合当

今经济发展的需求，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三次社会主要矛盾变迁勾勒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

演变进程。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迫切需要解决，同时国际上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等思潮的涌

现，迫切地需要转变发展思路。 站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点，结合国内外经济形势的

新变化，“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成为破题的关键，既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也是历史前进的必然选择。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实施成效将决定着未来中国乃至世界格局的走向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方

式。 因此，“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将“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国际经济循环的突破口，将促进国内大

循环的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国内经济循环的着力点。
一方面，要完善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推进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形成良性互动。 国内

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不是封闭的发展，而是要求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需要打破的是

过度依赖欧美消费市场，以及产业链供应链受制于西方国家“卡脖子”关键环节，在全球价值链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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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中处于低端环节的传统国际经济循环发展模式。 中国要充分发挥“一带一路”倡议的优势，首先

针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薄弱环节，利用沿线各国（地区）经济体生产环节的相对比较优势以及生产

要素和资源，构建起以中国为主导的“一带一路”倡议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并主动延伸到沿线

各国（地区），继续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新的产业链和供应链网络，开辟新的国际市场，打造

生产与消费更加均衡发展的经济全球化。 与此同时，中国要充分利用国内超大规模的内需潜力和

市场优势，进一步面向“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各国（地区）开放国内市场，扩大沿线各国进口贸易种

类和份额，激活国内市场活力，使得各国发展分享中国消费市场红利，更加依赖中国巨大的消费

市场。
另一方面，在脱贫攻坚取得历史性胜利后，中国的国内经济循环要注重将实现乡村振兴作为下

一阶段发展的重要内容，作为破解产业之间、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手段。 要注重从乡

村获得资源支持，探索城乡联动、内外互动的现代化建设模式。 特别是要注重推进农业现代化进

程。 现在的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安全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对
安全的关切甚至超过了效率和公平（金碚，２０２１） ［５３］。 应当重点关注农业机械化与现代化的发展，
增大科研投入，不断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进程，通过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和社会帮扶机制等外部力

量，帮助乡村建设来完善市场经济环境条件，加大对乡村建设的帮扶力度，推动乡村建设尽快高质

量融入国民经济的潮流之中。 贯彻科教兴国战略，走科技强国之路，加快科技创新步伐，在关键领

域核心技术实现自主创新突破，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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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ｔｈｅ ＣＰＣ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ｈｕｎｄｒｅｄ ｙｅａｒ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Ｄｕａｌ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ｄｒｉｖｅｎ ｂｙ ｔｈｅ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 Ｉｔ ｉｓ ａｎ 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ｌｅ ｃｈｏｉｃｅ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ｈａｓ 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ｆｅａｓｉｂｌ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 Ｄｕａｌ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ｃａ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ｏｆ ｎｅｗ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 Ｉｔ ｃａｎ ｍａｋｅ ｕｐ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ｓｃａｌｅ ａｎｄ ｓｃｏｐｅ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ｈｅ “ Ｄｕａｌ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ｃａｎ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ｒｅｊｕｖｅ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ｕｓｅｓ ｉｎｐｕｔ⁃ｏｕｔｐｕｔ ｄａｔａ 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ｌｅｖｅｌｓ ｔｏ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ｌｙ ｔｅｓｔ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ｕａｌ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ｉｎｐｕｔ⁃ｏｕｔｐｕ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ｏｂｅ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ｏｒｉｇｉ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Ｄｕａｌ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ｋｅｙ ｒｏｌ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 ａｓ ａ Ｃｈｉｎａ⁃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ｙｃｌｅ， ｈａｓ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ｔｈｅ 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Ｄｕａｌ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ｍａｋ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ｃｌｏｓｅｒ
ｔｏ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ｔ ｗｉｌｌ ｃｒｅａｔｅ ｖａｓｔ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ｉｓ ｗｉｌｌ ｃｒｅａｔｅ ｓｔｒｏｎｇｅｒ ｉｍｐｅｔｕｓ ｆｏｒ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ｓｔａｂｌ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Ｗｉｔｈ ｖａｓｔ ｍａｒｋｅｔ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 ｉｓ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ｉｔｓ ｅａｒ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Ｄｕａｌ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ｄｒｉｖｅｎ ｂｙ ｔｈｅ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ｈｉｎａｓ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ｙｃｌｅ ｈａｓ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ｅｃｔｅｄ，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ａ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ｉ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ｌｏｗ，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ｕｎ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ａｎｄ 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ｌｏｗ．

Ｏｎ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Ｃｈｉｎａ ｉｓ ｉｎ ａ ｇｒｅａｔ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ａｔ ｈａｓ ｎｏｔ ｈａｐｐｅｎｅｄ ｉｎ ａ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ｂｏｔｈ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ｏｆ ａ 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Ｄｕａｌ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ｆｏｒｍｓ ｔｏ ｔｈｅ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ｔｏｄａｙ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Ｗｈｉｌ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ｉｔｓ ｏｗｎ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ｉｔｓ ｏｗｎ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ｕａｌ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ｔｈｅ “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 ａｓ ａ 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ｙｃｌ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ｔｈｅ ｆｏｃａｌ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ｙｃｌｅ． Ｔｈｅ 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Ｄｕａｌ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ｂｒｅａ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ｈｏｒｔｃｏｍｉｎｇｓ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ｌｅｄ ｂｙ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ｏｗｅｒｓ，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ｈｉｇｈｅｒ⁃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ｏｐｅ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Ｍｏｒｅ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ａｎｄ ｓｃｏｐｅｄ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ｗｉｌｌ ｆｏｒｍ ｎｅｗ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ｒｏｂｕｓｔ，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ａｎｄ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ｏｒ ａｌｌ．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ｈｅ “Ｄｕａｌ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ｉｎｐｕｔ⁃ｏｕｔｐｕｔ ｍｏｄｅ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
ＪＥ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１４， Ｆ１４
ＤＯＩ：１０ １９６１６ ／ ｊ． ｃｎｋｉ． ｂｍｊ ２０２１ ０７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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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曦辉，弋生辉，黄基鑫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发展新战略


